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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相对贫困;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 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2)01-0040-05

Research
 

on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Relative
 

Pover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IU
 

Changjiang,TANG
 

Xifei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around
 

way
 

in
 

2020,
 

China′
 

s
 

poverty
 

pattern
 

has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pover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onsolidating
 

the
 

a-
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itigating
 

relative
 

poverty
 

in
 

the
 

new
 

era
 

are
 

important
 

issues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signs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governance
 

dilemma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 system
 

supply—capacity
 

enhancement—opportunity
 

equity"
 

according
 

to
 

the
 

" three
 

pillars"
 

governance
 

strategy.
 

Tak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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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starting
 

point,
 

by
 

improving
 

the
 

feasi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poor,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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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other
 

paths,
 

we
 

can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vide
 

a
 

feasible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and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re-
alizing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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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性转变: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

与贫困作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长期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

直致力于反贫困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治理之路。 尤其

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将扶贫

开发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2020 年中国农村贫

困监测报告数据显示,近九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

口由 2010 年的 1. 66 亿减少到 2019 年的 551 万,贫
困人口减少 1. 6 亿,贫困发生率下降 16. 6 个百分

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减贫奇迹,中国的绝对贫

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然而,消除绝对贫困并不

意味着中国扶贫事业的终结,扶贫与返贫交织共

存,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我国即

将踏入与相对贫困博弈的“新棋局” [1] 。 中国的贫

困状况已经从经济落后、制度缺失造成的普遍性、
绝对性贫困,转变为散点分布的相对贫困[2] 。 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公

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

机制。 这意味着中国的减贫事业迈入新的阶段,为
2020 年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指明了方



第 1 期 刘长江,唐夕斐: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向,减贫的重心也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共同使命。 进入新时期后,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不平衡

存在于城乡发展之间,不充分则表现为农业农村发

展的不充分[3] 。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过程

中,农民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最受影响的群体。
“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如期实现之后,要在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

章。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首先

要坚决守住脱贫成果,确保工作上不留空档、政策

上不留空白[4] 。 其次要抵御返贫风险,即使贫困户

摆脱了绝对贫困,但由于可行发展能力不足和外界

发展机会缺失等因素的限制,返贫风险依旧存在,
将会给减贫成果带来不可持续性威胁。 因此,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初级阶段,要在总结优秀减贫经

验的基础上,持续巩固减贫成果,积极进行资源整

合,同时将相对贫困治理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之下进

行统筹安排,将缓解相对贫困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事

业来奋斗。

二、贫困样态转型:从绝对到相对

(一)经济维度下的绝对贫困

绝对贫困是“生存型贫困”,在早期社会中普遍

存在,是从经济维度来表达贫困的内涵。 最先将绝

对贫困概念进行定义并量化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朗

特里( B. Seebohm
 

Rowntree),他在《贫困:城镇生活

研究》中将贫困定义为: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维

持正常生活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开支。 它包括食品、
住房、衣物等,但不包括报纸、烟酒等“享受品”。 我

国对于绝对贫困的传统理解源于“财货匮乏论”,一
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

避风雨”。 由此可见,“贫”的内核就是指收入水平,
这里讨论的贫困概念较为绝对和客观,它是短缺社

会里以收入为核心来认定的贫困的经济概念,也可

将其视为收入贫困。
朗特里最先将绝对贫困量化,用“菜篮子法”来

测度绝对贫困,即“必需品法”,再到后来的“恩格尔

系数法”和“马丁法”等,都表明了绝对贫困通常是

一个用绝对数值来表示,也即通常所说的贫困线。
1990 年世界银行选取当时一些最贫穷国家居民维

持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收入,设定每人每天 1. 01 美元

的标准作为国际上通用的贫困线,用以衡量全球的

绝对贫困状况[5] 。 我国的贫困标准是基于食物贫

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确定的,先后采用 1978 年的

“果腹”,2008 年的“有吃、有穿”和 2010 年的“两不

愁”作为三个农村贫困线标准。
(二)发展维度下的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拓宽了贫困的边界,与绝对贫困不同

的是,相对贫困是“发展型贫困”,它关注的不仅是

物质上的匮乏,还表达了权利和能力的缺失,更具

有社会比较意味。 社会早期发展阶段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减贫重心都放在解决生存问题

的绝对贫困上,忽视了更为隐蔽的相对贫困。 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后,相对贫困逐渐成为学界的焦点。 发达国家

对相对贫困的研究较早,汤森( Townsend) 最先将

“相对剥夺”的概念引入贫困研究,他指出“人们作

为社会的一员,如果因社会剥夺而失去本应享有的

生活条件,甚至丧失社会成员的身份”,那他们就是

贫困的[6] 。 国外对于相对贫困研究另一个比较有

代表性的观点是由阿玛蒂亚·森从可行能力—权

利视角提出的“能力贫困”,他将学界对于相对贫困

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关注个人的可行能

力来判定他们的贫困状态。 “可行能力”是指有可

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包括获得

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物质的能力以及平等参与社会

公共事务的权利,并且这种能力受到个人的健康程

度、所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7] 。
贫困标准的判定随着贫困内涵的变化而发生

改变[8] 。 虽然相对贫困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因

素,且具有动态性,但用设置特定的相对贫困线来

度量相对贫困可以将其简单量化。 现阶段,以中位

数或平均数为标准的相对贫困线制定法是国内外

相对贫困的测量普遍采用的标准[9] 。 通常将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60%作为相对贫困的判

定基准[9] 。 从长远来看,相对贫困不可能始终由单

一的中位收入来测量[10] 。 正如上述提到的,相对贫

困始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仅靠单一的经济指标难

以将多重的致贫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且相对贫困是

基于特定的参照群体,具有主观性和社会性,若仅

依据相对贫困线来治理贫困,治理效果会出现偏

差。 相对贫困不论是识别还是治理最终都应向综

合性和多元化发展,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三、贫困表征多样:三类贫困叠加并存

(一)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是指一个人的可行发展能力不足,
“可行发展能力”并不特指某个技能,而是应该将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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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一个包含了个人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状况等因

素的功能集合[11] 。 能力贫困正是贫困产生的根源,
它不仅削弱了贫困人口的内生脱贫动力,同时也制

约了贫困人口脱贫的可持续性[12] 。 自精准扶贫战

略实施以来,农村贫困户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显著提

升。 在这过程中,贫困户收入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国家政策倾斜和扶助。 从 2019 年全国农民收

入增长情况来看(图 1),转移性收入的增速最高,达
到了 12. 3%,这种“输血式”扶贫的确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贫困农户的基本生存问题,为绝对意义上的

贫困缓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我们把视野集

中到更深层的能力贫困上。 2020 农村贫困监测报

告明确指出,贫困发生率与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和健

康水平呈负相关。 贫困人口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状

况,其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较差,导致他们的弱心

理承受能力和弱抗风险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缺失又

会使他们再度落入贫困,造成恶性循环,这也就是

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中所提及的“贫困陷

阱”。 而“输血式”扶贫将焦点集中于物质生活上的

贫困,忽略了贫困群体本身是否具备脱贫的动力和

能力,这种外力主导的扶贫模式可持续性较弱,使
贫困人口成为“被治理”的对象和发展的“客体”,在
脱贫过程中形成了“等、靠、要”的消极思想,缺乏坚

定的脱贫志向和脱贫信念。

图 1　 2019 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二)制度贫困

制度贫困所表达的是人们因制度障碍而被限

制了选择或是影响了选择的效率,从而失去摆脱贫

困的权利与机会。 在城乡二元贫困治理格局下,农
村的制度贫困是由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排斥农民

的就业制度以及城乡不均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

交织而成[13] 。 尤其是对连片特困的农村地区来说,
户籍、土地、财政等制度的制约导致了农村公共服

务供给的缺失。 因此,即使具备脱贫的能力,却因

制度障碍失去了脱贫的机会,在客观层面上增加了

农村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性。 对于一些农民

工而言,他们是户籍在农村而生活在城市的事实城

镇居民,制度的限制造成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相对弱

势。 多数情况下,公共服务的供给与户籍身份挂

钩,因此由制度缺失带来的影响会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如就业、就医、子女上学等公共服务的

享受上都需要比城镇居民付出更高的代价,无形之

中增加了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也加剧了他们

在抵御致贫风险时的脆弱性。
(三)机会贫困

机会贫困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因产业发展不

足导致的就业创业机会的缺失,进而表现为发展机

会的缺失。 一些农村偏远地区因自然资源以及地

理区位等环境条件的限制,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大

规模的产业开发,因此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农民几乎

都依赖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和来自政府的转移

性收入以勉强维持生计。 首先从 2019 年全国农村

居民收入构成情况和各项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来

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其次是经营性收入,但是

经营性收入对增收的贡献与工资性收入相比起来,
显得较为薄弱,并且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增

收的贡献率的差距很小,仅为 1. 9%(图 2)。

图 2　 2019 年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和各项收入增长贡献率

其次从 2019 年农村居民各项收入的名义增速

来看,增速最高的是转移性收入,为 12. 9%,其次是

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分别为 10. 3%和 9. 8%,
最后是经营性收入,为 7. 5%。 从数据表达的信息

来看,首先,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工资性

收入,这说明了大部分农民从事的劳动是以劳动力

为主,再加上经营性收入的增速最低,说明农村地

区产业发展薄弱,且农民所从事的产业质量较差。
此外,近年来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是

由于城镇化的推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村发展机

会缺失无法满足他们自身的发展需求,期望通过进

入城市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但由于各种因素

的限制,在无形中将农村并不属于相对贫困群体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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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移到了城市,成为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为
城市相对贫困治理带来了更多挑战。

四、治理困境交叠:由表象到根源

(一)识别难度大

相对贫困的社会比较说明相对贫困是个体或

家庭在与身边的群体相比较时产生的落差感,与绝

对贫困相比其主观意味更强。 这使得相对贫困的

识别无法像绝对贫困一样通过具体规定的贫困线

来判定。 根据个人和家庭参照对比的群体不同,相
对贫困也会存在差异。 在未来相对贫困治理的过

程中,相对贫困的识别是开展贫困治理的前提,尤
其是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我国社会贫困结构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大多数绝对贫困人口转化

成相对贫困人口,且人口基数较大。 城镇化进程也

增加了以进城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新贫困”。 因

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有效精准地识别并解

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未来贫困治理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返贫风险高

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返贫风险的消失,
刚刚脱离生存贫困的群体仍面临着多重返贫威胁,
主要是脱贫户和贫困“边缘户”,他们极易从相对贫

困状态越过绝对贫困线再次进入绝对贫困状态。
农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落后会使边缘性脱贫

人口在面临自然灾害时重返贫困,并且贫困群体由

于身体素质较差也会加剧他们因病致贫的风险。
依靠政策兜底脱贫的人口仍较大程度地依赖现有

的帮扶政策,这类人群大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文化程度低且自身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因

教致贫还具有代际遗传特征。 因此,返贫风险的多

元化增加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
(三)发展不均衡

2020 年我国绝对贫困消除之后,如何在新发展

理念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核

心问题,但是我国目前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依旧突

出,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服务供给等方面。 长期以来的城乡贫富差距以

及城镇化进程增加了相对贫困人口的流动性,相对

贫困问题空间性地转移到了城市,增加了城市相对

贫困人口的发生率[14] 。 在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过

程中,农村和城市的相对贫困必然交织共存。 因

此,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出发,将城乡贫困

问题统筹考虑将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必然趋势。
五、贫困治理衔接:从动力激发到机会公平

农村是 2020 年后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场域,再

延续过去的扶贫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 相对贫困

治理亟须制度,政策等物质基础的有力支撑,而乡

村振兴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

政策设计,这就为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时,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

所共有的长期性也决定了二者将长期共存,共同作

用[15] 。 世界银行曾提出了“三支柱”的贫困治理策

略,与我国近年来贫困治理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

处,所谓“三支柱”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投资以及社

会保障[16] 。 根据“三支柱” 贫困治理思路,结合我

国相对贫困现状和治理思路,构建出乡村振兴的背

景下相对贫困的多维治理框架(图 3)。

图 3　 相对贫困治理路径　
(一)动力激发———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

在能力贫困的分析视角下,可行发展能力不足

主要表现为健康权和教育权的缺失。 因此,贫困人

口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可行发展能力

的重要因素。 首先,从提升身体健康状况来看,政
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提高村

民的健康保健意识,同时应建立专项财政保障机制

来保证农村健康行动的有效推行。 从提升心理健

康的角度看,“扶贫先扶志”,长期的物质贫困容易

滋生贫困人口的“稀缺心态”,这种心态会使他们更

倾向于选择眼前物质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 政府

应当引导贫困人口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通过一定的

经济支持和教育投资,改变他们以经济收入为单一

目标的财富最大化观念。 其次,在改善贫困人口受

教育程度方面,将人才振兴作为战略支撑。 一方

面,持续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基础

教育质量,政府的财政支出要更多向农村基础教育

倾斜,通过改善教学条件和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福

利待遇来吸引更多高素质优秀人才到乡村任教。
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
升农民的职业技术水平,并且职业培训要与当地特

色产业结合起来,以当地农业发展为导向,真正实

现职业技能培训与“三农”发展的有效对接[17] 。
(二)制度保障———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减贫效应

根据郝晓薇,黄念兵等人的研究,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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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给对农村多维贫困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18] 。
因此,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用于相对贫

困的减贫路径,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乡村振兴战

略有机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反贫困的治理框架之

中,将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

出来。
首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加快缩小城

乡差距的步伐。 有学者发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对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19] 。 对农村

一些较偏远的地区来说,地理位置特殊使其成为公

共服务供给的盲区,应改变过去“城市偏向”的政策

倾向,通过政府财政拨付和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加
大对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力度,尽快补齐

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农村公共服务这一短板。 其

次,要分地区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虽
然《“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明

确了国家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但是各地经济状况和

发展规模的差异要求基层政府根据当地贫困地区

的发展短板和实际需求制定相应基本公共服务清

单[20] 。 最后,要加快完善农村兜底保障体系,农村

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使得相对贫困的动态性和随机

性更易在农村地区发生。 因此,在兜底保障方面,
应进一步调整低保标准,将相对贫困标准和低保标

准有机统一起来。 政府也应开发多元化的救助政

策,尤其是要完善受灾群众救助制度,积极探索兜

底保障和贫困治理相结合的新机制。

(三)机会开放———激发农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相对贫困较之于绝对贫困来说,它更注重的是

贫困人口的长远发展以及发展质量的问题,是如何

能让贫困人口持续增收进而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及的产业振兴在农村相对贫困

治理过程中具有活血功能[21] 。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

的提出和实施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实现产业脱贫

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现阶段,农村的产业发展应与乡村振兴战略紧

密结合,从更加注重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22] 。 首先,农村产业发展离不开

政策、资金支持,应持续加大中央财政对乡村特色、
优势产业的支持力度,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

障。 同时,引导和支持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乡村优势

产业,补齐乡村产业发展中的资金短板,形成农村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合力。 其次,要将在精准扶

贫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扶贫产业进行转型升级,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使其从依靠外力帮扶逐步转变为依

靠自身力量发展,尊重和发挥农村居民在乡村产业

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断拓宽贫困人口的增收渠

道。 最后,产业发展要立足当地自然资源与环境,
创新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提升特色产业的综合带动能力。 同时,高质量

的特色产品应实现品牌化发展,提升优质产业供给

能力,在提升知名度的同时也要做好劳务和产销对

接,才能有效实现贫困人口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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